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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区分视角下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

韩富鹏*

内容提要:从 《合同法》第410条到 《民法典》第933条,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规范更加精细。

但该规范还存在精细化不足的缺陷,无法体现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的差异。法律适用过程中,应

对 《民法典》第933条及相关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针对有偿委托,在民事委托中,原则上应当

否认排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特约的效力;在商事委托中,原则上则应当承认此类特约的效

力。当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在民事委托中应对委托人履行利益赔偿进行适当限制;商事委

托中则无需限制。当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当根据是否可以通过采取替代措施继续处理事

务进行区分。委托人分别赔偿因解除而增加的费用或因解除而无法继续该事务处理所造成的损

失。针对无偿委托,受托人利益规则构成对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限制。但在商事委托中,应更加

注重对受托人利益的实质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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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都享有任意解除权,并规定除不可归

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对方因解除合同遭受的损失。这一条文并没有根据合同类型,

对双方是否都享有解除权及赔偿损失的范围进行区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1〕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学者建议,应当区分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进行不同的规则设计。〔2〕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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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并没有最终被 《民法典》所采纳。《民法典》第933条采用了区分无偿合同和有偿合同

的模式。

相较于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的区分路径,无偿合同和有偿合同区分难度较低,规范适用的确

定性更强,但这一路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商事合同双方拥有更强的缔约谈判与风险控制能

力,更加注重追求合同效率、交易安全、信赖保护等价值;民事合同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能力

较弱,更加注重实质公平。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各自具有相对独立且统一的价值意蕴。而无偿

合同和有偿合同内部存在多元的子类型,尤其是有偿委托合同所能包容的类型十分多元,相互之

间差异巨大。全国人大法工委出版的民法典释义书认为,有偿委托往往是商事合同,无偿委托通

常基于个人间的信任与帮助。因此,法典区分了无偿委托和有偿委托中一方当事人任意解除后的

赔偿范围。〔3〕可以看出,《民法典》第933条适用的核心领域为民事无偿委托和商事有偿委托,

但实践中不乏有偿的民事委托和无偿的商事委托。有学者就此指出,有偿、无偿的分类标准终究

不能尽显民商事合同的差异。〔4〕针对民事有偿委托和商事无偿委托,《民法典》第933条在适用

中是否需要进一步校正? 相较于形式意义的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争论,在具体规范中准确理解商

事关系的特殊性,从而设计出适合商事交易特征的规则,更加具有紧迫性。〔5〕本文即从民商区

分视角探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规则在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中适用的差异,并求教于法学诸

同仁。

二、有偿委托中限制或排除任意解除权特约效力的民商区分

实践中,经常出现双方当事人达成约定,排除委托合同中一方或者双方的任意解除权,或者

约定一方或者双方如果行使任意解除权,应当支付全部报酬或高额违约金。此类特约,构成对任

意解除权的约定排除或限制。司法实践中,对是否承认此类特约效力存在很大争议。支持该类特

约有效的理由主要包括: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6〕 《民法典》第933条 (原 《合同法》第410
条)为任意性规范;〔7〕该类特约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 〔8〕。反对该特约有效的理

由主要包括:《民法典》第933条 (原 《合同法》第410条)属于强制性规范;〔9〕限制任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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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约定违背委托合同的根本属性 〔10〕。双方达成了放弃或限制任意解除权的特约,尽管是双方

意思自治的结果,但仅以法不禁止即自由进行论证,恐怕仍停留在浅层论证层面。而从民法规范

论角度判定第933条属于强制性规范抑或任意性规范,只构成形式理由而非实质理由。对此,有

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该类特约的效力,学界通说认为,应当区分有偿委托和无偿委托。

在无偿委托中,排除或限制任意解除权的特约无效;在有偿委托中,此类特约原则有效。〔11〕这

一区分基于是否从合同中获得对价,判定受托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在有偿合同中,是否应当根据民事有偿合同或商事有偿合同、排除委托人任意解除权或排除限制

受托人任意解除权作进一步区分?

(一)民事有偿委托中排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特约

委托律师、会计师进行专业服务的委托合同,是实践中任意解除权争议案型中最常见的类型

之一。基于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的人身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其不属于商人。〔12〕因此,

此类合同属于典型的民事委托合同。以委托律师处理诉讼事务的诉讼委托合同为例, 《律师法》

第32条第1款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

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有学者根据该规定,认为诉讼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弃权条款无

效;〔13〕也有学者认为此类特约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 〔14〕。司法实践中,对此处理意见不一,

在 “河南弘创律师事务所诉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

法院认为该约定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从而损害社会利益。〔15〕地方各地法

院大部分判决认定诉讼委托合同中此类特约无效,〔16〕也有部分判决认定此类特约有效 〔17〕。此

外,有些法院通过 《民法典》第497条格式条款效力控制规则认定通过格式条款订立的此类特约

无效。〔18〕

笔者认为,在诉讼委托合同中,应当认定排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特约无效。首先,

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存在差异。承认此类特约效力的预设前提是当事人具有较强的趋利避害、优

化选择的能力,放弃任意解除权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优惠。但诉讼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很难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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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要求。委托人和受托人在法律专业能力方面通常存在较大差距,应当对委托人倾斜保护。其

次,承认此类特约效力目的在于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商业安排,保障交易的稳定性。商法以保障营

利为基本目标。〔19〕如果受托人已经投入大量成本,旨在通过后续事务处理获得营利,双方已经

在合同排除或限制了任意解除权,允许委托人任意解除合同确属不公。但是,在诉讼委托类合同

中,不同阶段受托人的投入与合同中约定的报酬之间一般不会显著不成比例,通过限制委托人解

除权来保障受托人利益欠缺必要性,并不符合比例原则。最后,撤诉、和解、接受调解为当事人

的基本诉讼权利,体现了定分止争的基本价值目标。认定抛弃解除权的特约无效,是为了保护委

托人上述诉讼权利。〔20〕总之,在此类委托合同中,应当认定限制或排除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特

约无效,以倾斜保护委托人的利益。

在其他类型的民事有偿委托合同中,尽管不存在违背定分止争基本价值目标的问题,但笔者

认为,原则上仍应认定此类特约无效。民法和商法中意思自治的范围不同。商事关系更加强调对

意思自治和效率的追求。在商事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无疑拥有更大的意思自治空间;〔21〕但在民

事合同中,意思自治受到的限制更大,承认此类特约效力的正当性较商事合同较低。民事委托合

同更多地源于道德义务和友谊,以无偿为原则。即使民事有偿委托合同中约定了报酬,受托人通

常并非以此为营业,对受托人保护必要性相对较低。民事委托中双方当事人信赖关系更强,委托

人任意解除权正当性更强。因此,笔者认为,民事有偿委托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存在排除或限制

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特约,原则应当否认其效力。

当然,如果委托事务的处理并非只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且还为了受托人的利益,则应当别

论。例如委托受托人代为收款,收回的款项可用于折抵委托人对受托人的债务。如果双方存在排

除或限制任意解除权的特约,则应尊重当事人的安排。衡量双方利益,受托人的特殊利益使得对

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增强。《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第4.4-1:104第3款也规定此种

情形下,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的适用。此时,应当承认排除或限制任意解除

权特约的效力,保障受托人利益。应当注意的是,应严格解释受托人利益,此处的受托人利益,

应仅包括受托人除报酬以外的其他利益。〔22〕

(二)商事有偿委托中排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特约

在商事委托合同中,应当承认双方关于排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约定的效力。实践中争

议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承认此类合同中排除或限制任意解除权

特约的效力。〔23〕笔者认可这一观点。首先,在商事委托中,委托人更加看重受托人的规模、商

誉、能力等因素,合同信赖性较弱,法律对此类特约干涉的必要性也就较低。其次,双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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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商事主体,缔约谈判能力、信息获取能力、风险控制能力较强。商事主体是 “为了达到其营

利目的而进行最合理行动的人,因而是不需要依据法律来监护的我行我素的人”〔24〕。在这样的预

设背景下,应当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最后,代理销售合同中,受托人酬金的大小往往取

决于与第三人法律关系的成立或履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受托人也难以举证。通过损害赔偿

模式保护受托人利益,存在不足之处。综上所述,在商事委托中,原则上不应否认双方当事人排

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特约的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很多情形下,商事主体通过格式条款的方式排除或限制委托人的任

意解除权。此时,认定此类特约的效力,不能忽视格式合同的控制规则。司法实践中,不乏法院

认为,排除任意解除权的格式条款构成 《民法典》第497条第 (三)项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而

认定该协议无效。〔25〕对此,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对于格式条款的识别,应以未经个别协商

为核心,重复使用并非格式条款的核心特征。但是,商事主体订立合同通常采用书面形式,在形

式上与格式条款无法区别,重复使用特征可以作为格式条款的推定依据。〔26〕在不具有重复使用

特征时,相对方也可举证未经个别磋商而主张认定为格式条款。第二,就格式条款的订入控制,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否则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第三,尽管在文义上,

商事合同也应适用 《民法典》第497条,但是,格式条款规则旨在规制实质不平等的合同主体,

保护消费者、实现实质公正。〔27〕商事合同并非格式条款规范群的主阵地,通过第497条对其进

行效力审查,应持谨慎态度。此类约定确实偏离了 《民法典》第933条,但之所以将任意性规范

用于格式条款效力控制的判断准则,是因为任意性规定是立法者对某种交易类型的权利义务的预

先合理配置,合乎双方当事人利益的高度均衡,是对诚信原则的具体化。〔28〕《民法典》第933条

作为商事合同中的任意性规范,其只涉及任意解除权这一问题,很难直接代表当事人利益之间的

高度均衡。一律以排除委托人任意解除权构成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而认定该条款无效,并不可

取。诚信原则是格式条款效力审查的概括标准。〔29〕对此,应根据商事交易习惯、双方合同的其

他内容等要素,具体判断此类特约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还应明确的是,任意解除权是定期委托合同中委托人无理由解除合同的唯一途径。委托人需

要对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尽到必要的协助义务,此类义务性质为附随义务。该类义务不适宜强制

履行,委托人拒绝履行协助义务造成受托人损失的,受托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构成根本违约

的,受托人可以解除合同。有学者提出委托人拒绝协助配合,可适用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

解决合同僵局。〔30〕如此说来,委托人只要拒绝履行协助义务,也有机会解除合同。笔者并不赞

同。《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规定双方当事人都可以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终止合同。但此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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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参见河北国大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赵建群委托合同纠纷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冀01民终

7850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贺栩栩:《<民法典>格式条款的效力审查规范解读》,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参见梁慧星:《合同法的成功与不足 (上)》,载 《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参见于飞:《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参见前引 〔28〕,于飞文。
参见前引 〔11〕,仲伟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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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赋予委托人申请司法终止权显属不当。赋予违约方申请终止合同权的前提是不能损害相对

方的利益,委托人只是拒绝履行协助等义务,受托人对合同履行尚存利益,是否解除合同应由受

托人决定。

当事人可以通过特约排除或限制委托人基于 《民法典》第933条的任意解除权,但不能排除

委托人基于重大事由的终止权。《德国民法典》第314条规定了继续性合同中双方基于重大事由

的终止权,DCFR第4.4—6:103条和4.4—6:105条也明确规定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基于特别、

严重原因的解除权。我国欠缺定期继续性合同中重大事由终止权的一般规定,但是 《民法典》第

899条就保管合同、第1022条就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都规定了特别事由的解除权。对此,可以采

用整体类推的司法技术,将上述规定作为整体类推的基础,从中抽象出一般规定,整体类推于其

他类型的合同。〔31〕基于重大事由终止权,是为了避免对缔约人自由过分束缚,属于强行性规

定。〔32〕DCFR第4.4—6:104条也明确规定,重大事由终止权不能被特约排除。

(三)排除或限制受托人任意解除权的特约

受托人任意解除权与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正当性并不相同。除委托合同的信赖性外,有偿委

托中受托人任意解除权的正当性在于委托合同作为行为之债,受托人的行为义务难以强制执

行。〔33〕学界通常认为,有偿合同中受托人放弃任意解除权的特约应当有效。〔34〕笔者基本赞同

这一观点,但认为应当进行更为精致的分析。

在诉讼委托合同等专业服务类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较大的知识和能力的差

距,律师等受托人的服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社会性。《律师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律师接

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部分法院据此认为,此类委托中受托

人不享有任意解除权。〔35〕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尽管属于律师的职业规范,并不直接限制任意解

除权。但可以说明,此类合同中,受托人任意解除权正当性较低。诉讼案件进程存在严格的时限

要求,受托人任意解除后,委托人在短时间内再行寻找受托人存在困难。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排

除或限制受托人解除权,应当认定双方的特约有效。

在双方不存在明显能力差距的民事委托合同中,排除或限制受托人任意解除权特约的效力,

也存在与排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特约效力同样进行差异化处理的理由。对于受托人的行为

义务难以强制执行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 《民法典》第580条处理,并没有必要赋予其任意解除

权。在 《民法典》体系中,除第563条第2款中的不定期合同任意解除权 〔36〕和此处的受托人任

意解除权,其余情形下,有权获得报酬一方均不享有任意解除权。委托人享有收回自己事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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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参见韩富鹏:《违约方申请司法终止权:质疑回应、规范解释与漏洞填补》,载 《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2期。
参见叶名怡:《论事前弃权的效力》,载 《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
参见前引 〔11〕,朱虎文。
参见前引 〔11〕,朱虎文。
参见临洮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直属公司与北京市齐致 (兰州)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甘民二终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
此种情形下,双方任意解除权的正当性在于排除不定期继续性合同永久束缚可能性。这一权利,与本文所讨论的委

托合同双方任意解除权及其他基于特定合同类型特殊性而规定的任意解除权在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方面均存在明显区别。有学

者将第563条第2款中的权利称为 “随时终止权”以示两者区别。(参见吴奕锋:《论不定期继续性合同随时终止制度》,载 《中
外法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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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自由,避免委托合同对委托人产生过分束缚,对合同解除存在特别利益;但受托人并不存在

类似的值得特别考虑的利益。因此,受托人任意解除权的正当性较低,对其保护的必要性较弱,

应当承认排除或限制其任意解除权特约的效力。承认排除任意解除权特约的效力,并不意味着受

托人没有机会从丧失信赖关系的合同中解脱。因为重大事由终止权的正当性基础同样在于信赖关

系破裂法理,当委托合同依赖于高度的信赖关系但出现了重大变化导致双方丧失信赖时,〔37〕通

过行使上文所述的重大事由终止权,受托人依然可以解除合同。

在商事委托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拥有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更应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

治。商事委托合同信赖关系较弱,欠缺强制赋予任意解除权的必要。在商事委托合同中,更应当

肯认双方排除或限制受托人任意解除权的特约效力,自不待言。

应当注意,即使有效的特约排除受托人的任意解除权,但受托人原则上依然有机会无理由地

摆脱合同原定义务的束缚。受托人所负债务为行为义务,符合 《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

(二)项前半句 “债务标的不适合强制履行”的情形。根据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在上述

情形下,一方当事人有权申请终止合同。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终止合同,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

担。如果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终止合同,委托人已经无法通过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获得利益,则

只能求诸损害赔偿。此类特约效力体现在受托人如果拒绝履行原定合同义务,则构成违约,从而

适用 《民法典》第577条以下规范,而不再适用 《民法典》第933条。

三、有偿委托中任意解除权赔偿范围的民商区分

《合同法》第410条没有明确任意解除权后的损害赔偿范围,导致实践中多数案例甚至是典

型的商事委托案例,都将赔偿范围限定于直接损失。〔38〕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任意解除后赔偿范

围为信赖利益。〔39〕但在商事合同中,这可能造成对方当事人利益保护不足,体现了民商合一下

规范的商化不足。〔40〕学界通说认为,法律应对任意解除权进行必要的限制。限制的方式主要包

括绝对限制和相对限制。绝对限制指的是在特定情形下排除委托人或受托人的解除权;相对限制

指的是在某些情形下虽然双方仍然享有任意解除权,但解除合同需要赔偿对方的履行利益损

失。〔41〕针对有偿合同,《民法典》第933条采取了相对限制的方式。按照 《民法典》第933条之

文义,有偿合同中一方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需要赔偿对

方所受损失与可得利益,其赔偿范围与第584条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相同。这一规定并没有

区分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有偿的民事委托合同也适用该规定,是否可能造成商化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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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参见韩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由解除》,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如山东省惠诺药业有限公司与范克等委托销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5)民二终字第323号民事判决书;

苏州新柏利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与江苏嘉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3)民申字

第1891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陆青:《合同解除效果与违约责任》,载 《北方法学》2012年第6期。
参见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 《清华法治论衡》2005年第2期。
参见前引 〔1〕,崔建远、龙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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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有偿委托中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赔偿范围

如前所述,委托律师等专业服务人员的委托合同是最为常见的民事有偿委托合同类型。首先

以此类合同为例,如果委托人提前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是否需要按照约定支付全部报酬?

按照 《民法典》第933条之文义,答案似应为肯定。但是,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受托人并不能

要求支付全部报酬,而是只能就其作出的劳务部分对应的报酬和遭受的损失请求赔偿。〔42〕在笔

者检索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院的裁判中,只有在 “陈中年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诉讼、仲

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支持了受托人全部报酬请求权。〔43〕

笔者认为,在诉讼委托合同中,应对 《民法典》第933条的适用进行必要的校正。首先,尽

管信赖关系不是任意解除权正当性的唯一来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信赖关系的强度可以影响

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正当性的强度。此类合同依赖于委托人对受托人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的认

可,双方存在特殊的信赖关系。此类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很难对受托人的专业知识、职业操守、

实际能力进行事先判断,任意解除权的正当性更强,仍然采用相对限制的方式限制双方的任意解

除权正当性存疑。此外,诉讼事务的处理受诉讼进程的影响,而对于诉讼进程当事人在合同订立

时无法预见也无法控制。其次,此类委托合同中,委托人通常欠缺足够的专业知识,缔约谈判能

力、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也与受托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通过赔偿履行利益的方式解除

合同,实践中会导致委托人行使解除权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再次,相较于代理商合同,此

类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保护的必要性较低。代理商合同中受托人长期处理委托事务,合同报酬可能

为其维持企业正常经营开支的经济来源,对其进行特殊保护的必要性更强。〔44〕但是,在诉讼委

托合同中,单个合同的报酬通常并不会危及受托人的基本生活和正常经营。最后,在销售代理类

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前期往往需要大量投入而难以获得销售额,后期不需要大量投入便可获得较

高的销售额。不同阶段成本收益不成比例。但是,在诉讼委托合同中,相对来讲并不需要受托人

提前大量的专门投入,不同阶段投入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稳定。因此,在诉讼委托合同

中,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仅赋予受托人就已经处理事务部分的报酬请求权,并不会过分损害

其利益。

在代理民事案件的诉讼委托合同中,风险代理是一种常见的收费方式。在双方约定了风险代

理的收费方式后,委托人的解除权并不丧失,关键是如何确定委托人单方解除后应当支付的报酬

数额。笔者认为,对此也应分情况讨论。在风险代理中,最终胜诉或执行成功是委托人按照合同

支付报酬义务的生效条件。如果委托人行使解除权已经构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阻止条件成

就,则可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159条,视为条件已成就,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但

是,如果委托人解除合同时是否满足报酬支付条件尚不确定,但解除后委托人自行处理或者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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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参见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与濮阳市丰硕物资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3)民申字第197号民

事裁定书;王艳萍与陕西连邦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陕01民终

381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陈中年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鄂民申

字第00468号民事裁定书。本案中,双方约定了如果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应当支付全部报酬。法院根据双方当事

人特约判决委托人应当支付全部报酬,但根据前文的分析,特约的效力存疑。
参见 〔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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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他人处理事务最终满足了原合同约定的报酬支付条件,受托人应仅就其作出的劳务获得报

酬,计算方式为按照受托人付出的劳务占最终执行成功所付出的劳务的比例计算。〔45〕当然,如

果原合同约定的报酬支付条件最终没有被满足,受托人当然不能请求支付报酬,自不待言。

在其他类型的民事委托合同中,也应采相同的处理模式。民事委托中受托人通常不以报酬作

为营利,对受托人赔偿实际损失,不会造成双方利益的显著失衡。

综上,笔者认为,应对 《民法典》第933条第2句后半段进行目的性限缩,将其适用范围限

缩在商事委托合同中。民事委托中委托人解除合同后,只需就受托人已经处理事务部分按比例支

付报酬。相较于只赔偿受托人的实际损失,按比例支付的部分报酬考虑到了受托人实际支出的成

本和利润,较好地平衡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利益,值得赞同。当然,如果在行使任意解除权后,受

托人徒然支出的费用超出了其已经履行部分劳务所占比例对应的报酬,受托人可以选择主张求偿

徒然支出的费用。《德国民法典》第284条规定了无益费用请求权制度,我国 《民法典》虽然没

有明文规定无益费用偿还请求权,但有学者认为应采纳盈利性推定理论将其解释为在应赔偿的损

失范围之内,〔46〕并有学者建议以 《民法典》第577条作为其请求权基础 〔47〕。在委托人行使任

意解除权后,受托人可以主张无益费用请求权。当然,费用求偿应以费用具有合理性为前提。〔48〕

(二)商事有偿委托中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赔偿范围

在商事委托中,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应按照 《民法典》第933条第2句后半段赔偿对方

履行利益损失,具有实质正当性。以实践中发生争议较多的房地产委托销售合同为例,在 《民法

典》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对此类合同中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的赔偿范围,存在很大的争

议。〔49〕《民法典》第933条很好地厘清了这一问题。比较法上,《德国商法典》第89b条、《瑞士

债法典》第481u条和DCFR第4.5—2:305条均规定,委托人任意解除代理商合同后,受托人

有权主张报酬请求权。

笔者也认为,在商事委托中,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需要赔偿对方履行利益。首先,不同

于民事委托,商人以营利为目的,营利是商事关系的本质特征。〔50〕商法特别强调对营利性的保

护,受托人以处理事务为业并旨在获得营利。其次,在商事委托中,受托人往往需要前期进行大

量的投入,采用支付已经处理事务部门对应报酬的处理模式,显然不当损害了其利益。采纳无益

费用求偿的模式,司法实践中也可能存在前期投入举证困难的问题。在 “重庆黔江国际旅游集团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重庆创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中,法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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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参见前引 〔14〕,武腾文。
参见张金海:《论违约救济中徒然支出的费用的补偿:必要性与路径选择》,载 《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5期,第

104页。
参见徐建刚:《违约中落空费用的性质及赔偿———基于信赖与信赖利益的区分视角》,载 《法学》2020年第2期。
参见前引 〔47〕,徐建刚文。
认为只需赔偿实际损失的案例,参见苏州新柏利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与江苏嘉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

销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3)民申字第1891号民事裁定书;义乌市远大全程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与枣庄市泰诺置业有

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鲁民终65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还需赔偿可得利益的案例,参见洛阳市

盈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洛阳宝城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豫法民一终

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文昌海石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臻美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3)民申字第1609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施天涛:《商事关系的重新发现与当今商法的使命》,载 《清华法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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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受托人支付的管理及销售人员的工资、佣金、税费、保险、社保统筹等费用及房租和中介

费、交通费、食宿费及其他杂支费用、合同履行期间的法律服务费,均属于受托人正常经营成

本,不能向委托人求偿。〔51〕此外,这一处理模式也没有体现对营利的保护。最后,商事委托中

受托人在市场调研、品牌推广、营销策划等方面的前期投入,在委托人解除委托后自行处理委托

事务或者再行委托他人时,也可以产生潜在的作用。因此,委托人只支付受托人已经完成的部分

对应的报酬,对受托人显属不公。况且司法实践中,对受托人完成的部分的认定,存在争议。如

在 “深圳市天方房地产经纪代理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恒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

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计提代理费的基数是正式房屋买卖合同的总金额,而不包括收到定金

未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户数。〔52〕这一认定方法进一步损害了受托人的正当利益。因此,商事委托

中,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赔偿受托人履行利益,但应当扣减受托人从合同解脱出来可能获得

的机会所产生的利益或者原本能够取得但怠于取得的利益。如果难以证明受托人从合同解脱出来

转而将劳力用于他处获得了利益或本应获得利益,也可以扣除受托人未继续处理委托事务所节省

的费用。

此外,还应注意,无论是在民事有偿委托还是在商事有偿委托中,如果受托人对委托事务享

有报酬之外的其他利益,且该利益可以通过损害赔偿方式予以填补,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都

应就该部分利益进行赔偿。

(三)有偿委托中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赔偿范围

根据 《民法典》第933条,有偿委托中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需要对委托人的履行利益

进行赔偿。但是,委托人主张履行利益面临较大困难。首先,委托人的履行利益主要属于可得利

益而非固有的交换利益,〔53〕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在诉讼委托中,委托人能否获得胜诉利益,

取决于事实、法律、证据、程序等多方面因素;在委托代理销售等合同中,委托人能否获得利润

取决于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成本控制等多方面因素。可得利益的不确定性,导致我国司法实践

中法官对可得利益赔偿表现出较强的谨慎、保守态度。〔54〕其次,根据减损规则,委托人在收到

受托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应当及时亲自处理委托事务或另行委托第三人。委托人怠于履行上述

不真正义务的,将丧失扩大部分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履行利益的不确定性和减损规则的适用,在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中均有所体现。因此,当受

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不应简单地根据民事委托抑或商事委托设计不同的规则。笔者认为,就

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的赔偿,应当根据委托事务是否市场化和委托事务是否可以由委托人自

行处理而有所不同。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的分类,对于划定委托事务是否市场化具有重要的意

义。在商事委托中,商业性一定程度代表了市场化,委托人通常可以在商业市场中另行委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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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参见重庆黔江国际旅游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重庆创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5)渝高法民终0029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深圳市天方房地产经纪代理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恒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 (2015)赣民一终251号民事判决书。
关于可得利益和固有的交换利益的区分,参见刘承韪:《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规则》,载 《法学研究》2013年第

2期。
参见前引 〔53〕,刘承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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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民事委托则不可一概而论。在诉讼事务委托合同等专业服务类委托中,委托的市场化程度

很强;但在诸如委托处理个人事务等情形,委托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就具体的赔偿范围,如果委

托人可以再行委托他人或自行处理委托事务,当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委托人应当及时再行

寻找他人或自行处理委托事务。此时,委托人有权就增加的费用向受托人求偿。如果具体到特定

场合,委托人难以再行委托他人或自行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应就因解除合同而无法继续该事务

处理所引起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四、无偿委托中任意解除权法律适用的民商区分

无偿委托起源于慷慨美德的伦理学说,现代各国法律中,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是根据一方是

否负有财产上的对待给付义务作出的划分。〔55〕无偿合同通常只发生在民事领域,更有学者指出:
“无偿的行为与商法完全绝缘。”〔56〕商事合同是否可能是无偿合同,笔者认为从不同角度看待这

一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从形式角度看,双方均为商事主体也可能达成无偿的合同。但从实

质角度看,商事主体之间的无偿协议,其功能与目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商事主体以逐利为原

则,尽管商事主体在单个协议中可能不会获得对价,但这可能是为了在其他合同中获得优惠,多

个合同构成一个不可分的共同体。从实质角度观察,已经超出了法律对无偿和有偿区分的文义。

因此,本文认为,商事合同也可能是无偿合同。

尽管商事合同也可能是无偿合同,但无偿的民事合同和无偿的商事合同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

差异,法律对此不应忽视。无偿合同的规范设计以民事合同为原型,在商事合同中,应作必要的

修正。就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相关规范和理论,同样如此。
(一)排除或限制任意解除权的特约

如前所述,通说认为,在无偿委托中,排除或限制任意解除权的特约无效。这一观点在民事

委托中,具有其正当性。民事委托更加依赖双方的信赖关系,任意解除权正当性更强。同时,类

比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法律思想,受托人并不从委托中获得报酬,其应更为容易地从

合同中解脱出来。同时,受托人本身不会就委托事务获得报酬,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原则上并

不会损害受托人利益。《德国民法典》规定的委托合同属于无偿合同,德国学界也认为,委托人

完全委诸受托人意志的不受限制的绑缚,与人身信赖关系无法兼容,此即撤回权不可放弃性之原

则。〔57〕但针对无偿的商事委托,这一规则应进行必要的修正。排除或限制任意解除权虽然属于

事先弃权,但商事主体拥有更强的意思能力,法律应当尊重其意思自治。此外,商事主体达成了

排除或限制任意解除权的特约,属于双方的商业安排,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的信赖更强,法律

应当保护这种信赖。因此,在无偿的商事委托中,应当承认排除或限制任意解除权特约的效力。
(二)无偿委托中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

无偿委托合同中,因受托人并不从委托中获得报酬,原则上无需考虑保护其履行利益,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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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46页。
宁红丽:《无偿合同:民法学与社会学之维》,载 《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第107页。
MichaelMartinek,in:StaudingerBGBNeubearbeitung2006,§671,Rd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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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正当性更强。尽管无偿合同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但是基于诚实信用原

则,在解除时间上应合理照顾对方利益。《民法典》第933条第2句前半句即规定,无偿合同中

一方当事人原则上仅须就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不可归责于解除方时无需

承担责任。因不存在对受托人报酬利益的差异保护的需求,这一规则应当同时适用于无偿民事委

托和无偿商事委托。

如前所述,当委托合同不仅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且为了受托人报酬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

时,应当对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进行限制。无偿合同中,尽管受托人并不取得报酬,但可能对委

托事务处理享有其他利益。此时,应当限制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具体限制方式依然为绝对限制

和相对限制两种方式。依照比例原则中的均衡性原则,在数个可供实现目的之手段的选择上,必

须要采用干预最轻的手段。〔58〕如果可以通过损害赔偿填补受托人利益损失,应采用相对限制方

式。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当赔偿受托人的损失。此处的损失赔偿,已经超出了 《民法典》

第933条第2句前半段之文义,应进行法律续造。但当受托人的利益诸如债权的担保利益,无法

通过损害赔偿填补时,应当采用绝对限制模式,排除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或者委托人可以选择

诸如清偿债务等手段,消灭受托人正当利益存续之基础。在无偿民事委托抑或无偿商事委托中,

受托人都可能对委托事务的处理存在利益。委托人行使解除权,都不得损害受托人的正当利益。

因此,受托人利益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规则,应当同时适用于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

但是,受托人利益的判断标准,在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中应当有所不同。针对受托人对委托

事务是否享有利益,在民事委托中,应采用形式主义的判断标准,根据合同内容判定受托人对事

务处理是否存在利益。受托人利益主要体现在享有对委托人债权的担保和保全利益。〔59〕而在商

事委托中,受托人的利益更加多元。如在著名的 “上海盘起案”中,〔60〕大连盘起有限公司委托

上海盘起有限公司销售产品,上海盘起公司并不获得报酬,但双方协议约定大连盘起将以最优惠

的价格供给其产品,并将中国地区的销售权、商标及无形资产等无偿提供给上海盘起使用。虽然

有学者认为,本案在形式上仍属于无偿合同,〔61〕但从实质角度分析,受托人对委托事务处理仍

然享有利益。商事委托中,对受托人的利益应更加注重实质判断,不拘泥于单个合同,而应结合

双方之间相关联的系列交易,在更大范围内考查受托人是否享有利益。
(三)无偿委托中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

在信赖性因素之外,无偿委托中受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的正当性在于无偿合同义务的弱化。
《民法典》第658条也规定了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体现了相同的法律思想。商事委

托中尽管信赖性因素较弱,但是受托人无偿处理事务,应赋予其更容易地从合同中解脱出来的权

利。即使受托人对委托事务处理也可能享有利益,但该利益不构成委托合同之对价,不影响受托

人的任意解除权。受托人虽然享有任意解除权,但如果不提前通知委托人,会妨碍委托人自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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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参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 《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参见前引 〔11〕,朱虎文。
参见 《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 (大连)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2006年第4期。
参见前引 〔1〕,周江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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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务或者再行委托他人。〔62〕因此,根据 《民法典》第933条第2句前半段之文义,受托人行

使任意解除权后,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所造成的损失,除非具有不可归责之事由。

在此之外,受托人是否应当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 例如受托人承诺处理委托事务后,委托人

为协助事务处理、接收事务处理成果等准备工作支出了费用,委托人能否就该费用向受托人求

偿? 在赠与合同中,学者认为,赠与人出尔反尔撤销赠与,使得受赠人徒遭损失,应当赔偿受赠

人的信赖利益损失。〔63〕有学者主张,委托合同也应作相同理解,受托人应当赔偿委托人合理信

赖委托合同得以持续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64〕

但是,无偿委托合同和赠与合同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直接类比赠与人任意撤销后的损害赔

偿范围,欠缺妥当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委托合同是继续性合同,受托人随着事务

处理进程的深入,改变了其接受委托时的想法,很难评价为出尔反尔的背信行为。其次,接受赠

与较为可能违背受赠人的经济计划而导致受赠人支出的费用将很大可能因赠与人撤销赠与而落

空。但是,委托事务的处理通常并不违背委托人的经济计划。委托人事前支出费用的目的较为可

能在后续委托人自行处理或者再行委托他人处理事务过程中得到实现。

无益费用请求权的基础在于费用的支出产生于对获得给付的合理的信赖。〔65〕无偿委托合同

中受托人任意解除权系法定权利,且具有较强的正当性,委托人对合同履行是否还可以产生值得

保护的信赖? 笔者认为,应区分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在无偿的民事委托中,委托更多基于双方

的友情和信任,合同本身的拘束力极为薄弱,委托人对受托人按照合同约定处理事务的信赖较

弱,不能主张无益费用请求权。而商事委托中,更加强调对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委托人对受托

人履行合同的合理信赖更强,确有值得保护的必要,可以向受托人主张求偿信赖合同履行而支出

的无益费用。但该费用应以合理性为前提,且确因受托人解除合同而落空。如果在后续委托人自

行处理事务或再行委托他人处理事务时,该费用的目的能够实现,则不再属于无益费用。

五、结 语

相较于形式上的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的争论,在具体规范设计和适用上妥当地处理民事关系

和商事关系的异同,更具必要性。在规范设计和适用上,既要避免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区分的欠

缺,也要避免过度区分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既要避免商化不足,也要避免商化过度。

具体到合同任意解除权规范,应当认为民事委托中双方当事人排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

的特约,原则应当否认其效力;商事委托中原则上应当承认此类特约的效力。但在民事委托和商

事委托中,原则上都应肯认排除或限制受托人任意解除权特约的效力。当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

时,民事有偿委托中受托人可主张支付已经处理部分劳务的报酬或主张无益费用求偿;商事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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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参见 〔日〕我妻荣:《债权各论》(中卷二),周江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参见宁红丽:《赠与人 “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4期。
参见前引 〔1〕,周江洪文。
参见前引 〔47〕,徐建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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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中受托人可以主张履行利益赔偿,但应当适用减损规则进行限制。当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

时,应当根据是否可以通过采取替代措施继续处理事务 (包括本人亲自处理或再行委托他人处

理),分别赔偿因解除而增加的费用或者因解除而无法继续该事务处理所引起的损失。在无偿委

托中,受托人利益规则构成对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限制。但在商事委托中,应更加注重对受托人

利益的实质判断。此外,无偿商事委托中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应赔偿委托人信赖合同履行

而支出的无益费用;而无偿的民事委托中,委托人不能主张此项权利。

Abstract:FromArticle410oftheContractLawtoArticle933oftheCivilCode,thespecification

oftherighttoarbitrarilyterminateintheentrustedcontractismorerefined.However,the

standardstillhasthedefectofinsufficientrefinementandcannotreflectthedifferencebetween

civilcommissionandcommercialcommission.Intheprocessoflawapplication,Article933of

theCivilCodeandrelatedtheoriesshouldbeamendedasnecessary.Regardingpaidentrustment,

incivilentrustment,theeffectivenessofexcludingorrestrictingtheclient􀆳sarbitrarilyrescinding
specialcontractshouldbedeniedinprinciple;incommercialentrustment,thevalidityofsuch

specialcontractshouldberecognizedinprinciple.Whentheclientexercisestherightofarbitrary
rescission,appropriaterestrictionsshouldbeimposedontheclient􀆳sperformanceofbenefitcom-

pensationincivilentrustment;thereisnoneedforrestrictionsincommercialentrustment.When

thetrusteeexercisestherightofarbitraryrescission,differentconditionsshouldbedistinguished

accordingtowhethertheaffairscanbecontinuedtoprocessbytakingalternativemeasures.The

clientshallcompensatefortheincreasedexpensesduetotheterminationorthelossescausedby
theinability to continuethetransaction dueto thetermination.Regarding gratuitous

entrustment,thetrustee􀆳sinterestruleconstitutesarestrictionontheprincipal􀆳srightofarbi-

trarycancellation.However,incommercialentrustment,more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sub-

stantivejudgmentofthetrustee􀆳sinterests.

KeyWords:arbitraryrighttorescind,civilentrustment,commercialentrustment,special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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